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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互动、身份调整与外交决策

———解析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１９７２—１９７９）

何� 伟１

（１．外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 中美关系从破冰、缓和到最终实现正常化历经了长达十年的曲折反复。 尽管当时中美面

临着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但为什么两国经历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最终

实现正式建交？ 事实上，中美仅存在共同利益基础是不够的，要实现关系正常化需要两国改变

对彼此的负面认知，而这一进程只有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中才能实现。 本文借鉴国际政治

关系理论探讨中美关系互动，认为正常化是外交决策中一国自我身份朝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

调整的动态过程，而关系互动是身份调整的动力。 以中美关系缓和为标志，两国开启了为实现

建交的关系互动，美国自我身份开始趋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在尼克松晚期、福特时期和卡特早

期，中美关系互动出现反复，美国身份在自我调整中偏离了建交目标；但到了卡特后期，中美关

系互动深化，美国自我身份快速地从偏离建交目标走向关系正常化。 探讨关系互动也有利于

新时代中美澄清对彼此的认识，改变思维定式，避免误判，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正向推

动力。

关键词：进程；关系互动；身份调整；外交决策；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 � � � � 文献标识码：Ａ� � � � �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９）０７－００２７－１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２；修订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１６ＺＺＤ０２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伟（１９８８—），男，安徽舒城人，外交学院英语系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语言学。

∗作者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韩长青、吴文成：“外交承诺与战略试探：万斯访华与中美关系正常化”，《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第 ５９页。

中美关系从 １９６９ 年破冰，到 １９７２ 年缓和，

再到 １９７９ 年建交，历经了长达数十年的时间。

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的战略利益是

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但这一解释

未能说明，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面临共同的外

部安全威胁、有明显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一直

未能实现正式建交。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

象？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中美苏三角平衡、国内

政治和领导人决策因素如何影响中美关系正常

化展开，却忽视了其进程和关系互动，无法很好

地回答为什么两国虽然有着很多共同利益却没

有及时实现建交的问题。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历史进程中，鉴于中国对实现建交的期待整体

上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因此实现双边关系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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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如何认识中国拥

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

则，从而推动自我趋向或是偏离共同的建交目

标。 本文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从关系互动

视角重新架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外交决策，

认为此过程是美国协商自我对中国有关建交条

件的认识、进而推动自我身份朝着共同建交目

标动态调整的进程，而关系互动是驱动这一身

份调整的动力，也能更好地回答为什么中美建

交过程充满曲折反复的问题。

一、已有研究及关系互动的视角

目前，学界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视角，一是强调中美苏三角制衡

的结构现实主义说，二是自由主义的国内政治

解释，三是外交领域的领袖个体决策论。 在梳

理和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关系互

动和身份调整的视角，为解释为什么有明显共

同利益的中美两国没有很快实现建交补充一种

新的思路。

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结构决定国家间的

行为，认为中美建交是两国在中美苏三角动态

结构下的战略考虑和抉择的结果。 吴翠玲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ｈ）认为，三角关系是美国决定对华关

系的中心逻辑，即如何通过平衡与中国、苏联的

关系获得最大战略利益和保持优势地位。① 赵

学功指出，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福特政府对苏

实行缓和政策，始终使中美双边关系面临倒退

的危险。② 到了 １９７８ 年春，为联华制苏，卡特决

定加快建交谈判步伐，最终实现了对华关系正

常化。③ 对中国而言，苏联因素也是中国调整与

美国关系的基本战略思考。 牛军认为，从 ６０ 年

代后期开始，苏联对中国造成了真实的威胁，同

时看到美国与在苏联的核竞争中渐失优势的现

状，这促使中国转变过去 ２０ 年来敌视美国的政

策，开始缓和对美关系。④ 在叶胡达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ａｈｕｄａ）看来，在整个 ７０年代，“联美制苏”成为

中国对美政策的一条主线。⑤ 因不满尼克松后

期、福特时期和卡特前期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缓

和政策，中国坚持“日本模式”实现双边关系正

常化，而只有在卡特后来表现出积极制衡苏联

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后，才开始愿意为实现两国

建交作出一些妥协。⑥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国内政治对一

国对外政策影响。 这类研究指出，在美国对华

关系正常化的决策中，特殊的议会政治和总统

竞选体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水门事件”激发

的国会反对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而福特继承

了尼克松的负面政治遗产，在对华决策上面临

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⑦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

（Ｍｉｃｈｅｌ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指出，在万斯访华前夕，鉴于

国会正就巴拿马运河条约进行激烈谈判，卡特

搁置了原定与中方探讨的关系正常化议题，而

当该条约获批后，卡特有了更大的政治空间来

处理中美建交的问题。⑧ 此外，总统大选也影响

到美国对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 为避免政

治对手利用中美关系议题去攻击他们，尼克松

和福特均选择在总统选举期间延迟对华关系正

常化决策。⑨ 同样，为避免总统大选引发的复杂

局势使中美建交变得遥遥无期，卡特选择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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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选举前决定与中国正式建交。① 对中国而言，

国内局势发展也影响到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的时机。 宫力指出，１９７４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

导致“左倾”思潮泛滥，给对美外交活动造成巨

大的负面影响，而自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毛泽东逝世到

邓小平正式复出之前，中央政府层面也缺乏推

进中美关系的有效领导。② 在陶文钊看来，为落

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决定，中国决心推进

中美关系正常化更是出于发展国内经济的

需要。③

外交决策理论认为，处在支配性地位的领

袖具有独立做出决策的权力，因此在一国对外

决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对美国而言，尼克松

在整体外交上实行“缓和政策”，从而促进了中

美关系在 １９７２ 年实现解冻，而卡特的“人道主

义”思想也有利于中美在关键时刻实现建交。④

在朱明权看来，福特政府坚持要求中国放弃武

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是阻碍中美和解的最主

要原因。⑤ 裘兆琳（ Ｊａｗ － ｌｉｎｇ Ｊｏａｎｎｅ Ｃｈａｎｇ）指

出，到了卡特后期，美国政府不再要求中国作出

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这成为推动

中美关系从此前的曲折发展走向正常化的关

键。⑥ 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关系解冻的 ６０ 年代

晚期，毛泽东、周恩来作出战略决策，促成了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揭开了中美关系从敌视走

向和解的新篇章。⑦ 而自邓小平复出之后，他将

处理对美关系同中国选择现代化模式一起考

虑，将建立稳定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中国实现

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从而促成了中美两国的

最终建交。⑧

除以上文献外，也有学者从话语⑨、战略文

化���和心理���层面来研究六七十年代的中美关

系。 然而，这些视角没有追踪中美关系正常化

演变的过程。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

美建交的外在原因，没有就其过程本身开展直

接研究，没有分析关系互动和身份认同在其中

的作用，也均存在单一解释的现象。��� 为从理论

层面阐释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也为突破现有

分析中结构和个体二元对立局面，本文借鉴国

际政治关系理论中的关系本体论，从关系主义

视角来重新架构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外交决

策，认为解释正常化的曲折反复虽然不能忽略

结构体系和个体决策的因素，但要认识到这些

因素作用的发挥只有在行为体关系互动的本体

中才能实现。 在外交实践中，关系互动塑造和

建构身份认同，及时地影响一国外交决策。 此

外，关系互动也为分析外交决策中身份调整提

供了一种可行的视角，即相对身份认同是在关

系互动过程中加以协商、建构和确定的。 历史

经验表明，中美关系要实现从缓和到建交的过

程，关键在于两国改变对彼此长期以来的负面

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协商彼此的外交政策和行

动。 尤其是面对中国对于中美建交预期和条件

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美

国必须提升自我对于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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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６期，第 ９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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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的认识，从而推动自

我身份调整，从偏离共同建交目标走向双边关

系正常化。 只有两国在外交层面的关系互动才

能改变美国对中国主权和两国共有利益的认

识，促成推动美国自我身份不断向着共有建交

目标调整的动力，而诸如外部安全威胁，国内政

治考虑和领导人决策等结构性因素也只有在中

美关系互动的本体过程中才能得以有效地体现

和发挥。

二、关系互动与外交决策中身份

调整的动力

� � 长期以来，实在主义（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ｓｍ）假定

是多数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即物体、存在、

单位等实在才是分析的“单位”或“层次”，在分

析活动开展之前便已经存在。① 主权国家的先

在性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探讨

的起点，即便是认为身份和利益是社会所建构的

建构主义也在根本层面上认为，国家的某些属性

在“互动之前”就已经存在。 比如，生存的欲望是

国家行为的驱动力。② 意识到实在本体论假设

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的局限，一些学者开始从

关系和过程的视角来探索世界政治的研究。

在《先有关系，后有国家：实体、过程与世界

政治研究》一文中，帕特里克·杰克逊（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 Ｊａｃｋｓｏｎ）指出，实在主义坚持分析单位的本体

是“事物”或实体，且在互动之前便存在。 关系

本体论认为，关系的结构（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ｉｅｓ），

即反复出现的社会文化互动，才是社会分析的

基本构成单位。③ 在关系本体论基础上，杰克逊

提出过程 ／关系主义理论（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认为此视角能够避免以实在本体论为假

定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变化、反而将

社会关系固化的缺陷，也能使研究者提出能够

更好地解释全球化、相互依赖和国际领域内其

他单位变化的理论。④ 此外，过程 ／关系分析有

望解决困扰国际关系理论中“施动者—结构”二

元性难题，使过程和关系成为分析施动者、结构

和两者互构的本体性场所。⑤与杰克逊借鉴西方

社会学从过程的视角探索世界政治不同，国内

学者秦亚青从儒家文化的背景知识出发，从本

体论和认识论层面重新建构了国际关系理论，

提出具有高度理论原创性和较为系统的国际政

治关系理论（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关系主义的视角首先认为，世界是一个

关系的世界，社会世界是由相互关系的人的关

系组成，国际政治在本质上是由人的关系行构

的，关系过程具有自主性。⑥ 其次，关系性是国

际政治关系理论的逻辑假设，关系及其互动为

社会行为体存在和扮演自身角色提供了场所，⑦

即行为体的行动是基于关系，也往往依据自我

与具体他者之间互动及其认知来开展行动。⑧

再次，关系是事物发展的主要动力，权力也源自

关系，即关系本身就是权力。⑨ 最后，关系互动

还能孕育规范，建构身份认同，培育集体情感。���

可以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兼顾了物质和理念

的力量，包含实体和关系的社会本质，是一种全

新的国际政治理论。���

关系理论也为身份从先在和固定的状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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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动态的身份调整提供了新的视角。 行为体身

份不是行为体自有的属性，是自我在参照与他

者在关系中的位置而不断建构和生成的，而影

响身份调整的动力来源于关系互动。① 除了驱

动行为体自我身份调整外，关系互动也会影响

国家间集体身份的形成和变化。 亚历山大·温

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将集体身份定位为“把自

我和他者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即认同。

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

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

的超越。”②可见，国家间集体身份是彼此间认知

的共同部分，在两国的关系互动中得以形成。

借鉴此定义，可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集

体身份理解为中美两国对彼此认知重合的部

分，即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 在面对共有的集

体身份时，一国的身份调整往往表现出身份偏

离（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和身份趋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

ｖｅｒｇｅｎｃｅ）两个方向。 身份趋同指，在关系互动

进程中，行为主体强调与客体共享的规范和利

益大于分歧，因此能提升自我对作为他者的客

体身份的正面认识，推动自我身份调整朝着集

体身份发展；而身份偏离则是行为主体强调与

客体存在的规范分歧和利益分化，无法与他者

身份产生关联，无法推进自我身份朝着集体身

份发展。③ 关系本位认为，国家之间的互动塑造

了彼此的认知，信任半径与其说是心理距离，不

如说是关系距离。④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

两国集体身份是共同的建交目标。 对此，美国

的自我身份选择要么是偏离建交目标，要么是

向这一集体身份趋同，从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

化，而这一身份调整的动力则源自于中美在外

交层面的关系互动。

从关系的视角重构外交学理论及其实践可

得出，外交不仅是国际体系结构的镜式反映，还

具有自身的特征、规则和指导原则。 作为一个

社会现象，外交天然具备“关系网络”的属性。⑤

本文将外交在概念上界定为一系列关系互动的

实践，“代表某一给定的政体，并将其展现给外

在世界”。⑥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中美关

系互动主要表现为两国针对彼此的外交政策和

行动。 在特定的外交情境下，中美两国通过不

同形式的关系互动和试探性外交，才能不断增

进对彼此核心利益和诉求的认识，进而不断调

整自我身份向着共同建交目标的演进，不断地

推动双边关系走向正常化。 为进一步分析所提

出的关系互动影响外交决策中身份调整动力的

理论观点，下文将从外交情境、行为主体和行为

客体这三个维度来详细探讨外交领域的关系互

动是如何具体影响个体身份朝着集体身份的趋

同或分离的调整，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２．１� 外交情境、国际形势与国内政治

在国际社会中，关系互动总是在特定的背景

或语境下开展。 行为体是关系环境中的行为体，

行为体的关系圈相互叠加、交融，形成了关系语

境。⑦ 因此，理解外交行为的社会属性，不能仅

仅关注行为体自身，还要分析其所处的情境。

一方面，情境影响社会行为体的思维、情感和行

为；另一方面，关系也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离开情境，便无法理解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互动，

比如信任、同情、合作或敌意等互动行为。⑧

本文认为一国的国际形势、国内政治及其

互动构成外交情境，影响外交行为开展的时机

和关系互动对行为体相对身份认知的建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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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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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ｎｄ Ｂｕ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Ｕｒｓｕｌａ Ｊａｓｐｅｒ，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７， ｐ． ３９７．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

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２８７页。

Ｊｅｌｅｎａ Ｓｕｂｏｔｉｃ，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ｋａｎ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５５， Ｎｏ．２， ２０１１， ｐｐ． ３０９－３３０．

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第 ４２页。

曹德军：“社会资本与外交转型：嵌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

国崛起之路”，《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年第 ４期，第 ２３页。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Ｐｏｕｌｉｏｔ ａｎｄ Ｊｅｒｅｍｉｅ Ｃｏｒｎｕ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３，

２０１５， ｐ． ２９９．

韩志立：“关系网络的竞争：‘印太’战略对东盟中心地位

的挑战———以关系主义身份为视角”，《外交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９２页。

Ｉａｎ Ｂｕｒｋｉｔｔ，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

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３， ２０１６， ｐ．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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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

两者之间的匹配。 在外交情境层面，当国内外

情境不起冲突和有利于国家间关系发展时，外

交行为主体越能充分地抓住良好的战略契机来

提升主体对客体的正向认知，身份调整越偏向

趋同，调整的动力越大。 反之，当国内外情境互

相冲突时，外交行为主体往往面临很大的压力

和结构性束缚，此时主体自我身份会偏离集体

身份，调整的阻力越大。

２．２� 外交行为客体、预期及过程互动

关系社会是关系者（ ｒｅｌａｔｏｒ）作为行为个体

与关系环境互为行构的。① 而关系互动是由行

为主体和客体组成，行为客体是主体关系实践

的对象。 外交官总是从事着不同身份之间的建

构、维持和表象工作，外交也在“自我”和“他

者”关系之间加以实施。② 作为他者的客体是构

成关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主要体现在

客体对主体行为的政策反馈上。 客体如何理解

主体在话语或行为中所传达的外交信号至关重

要，这对跨文化语境的外交协商更是如此。③ 因

此，在特定的外交情境下，要使关系互动具有针

对性和实现预期目的，外交行为主体必须了解

客体的政策倾向和互动反馈，并据此及时调整

自己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实践中，主体和客体互动的关键在

于客体的反馈与主体的政策之间是否实现匹

配。 本文将外交行为客体界定为一国的外交决

策者，在国内政治体系里具有对外政策制定的

权威。 在外交行为客体层面，如果客体反馈与

主体政策越能实现一致，越能促使主体改善对

客体的认知，推动主体自我身份趋同于集体身

份；反之，如果客体反馈给外交行为主体施加压

力过高，或不接受主体的外交倡议，那么主体可

能没有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动力，或因代价

过高而中断相关外交努力，使身份调整偏离集

体身份，调整动力受阻。

２．３� 外交行为主体及关系互动的手段

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场域不是由一个个独

立的主权国家及其边界划分所构成，而是由不

同社会行为和文化实践所构成和建构。④ 外交

行为主体是指开启并维持外交沟通和活动的行

为体，其主动性和政策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关系互动进程的方向和结果。 本文将外交行

为主体界定为一国外交行为的主要领导决策

者，分析在特定的情境下，外交行为主体在关系

互动实践中所采取的手段。

在外交实践中，行为主体的偏好和政策倾

向并非是内在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关系互

动中不断调整和变化。⑤ 为启动、维持和转变外

交关系，外交行为主体往往通过语言或话语实

践来传达政治信号和个人诚意，实现对客体的

有效说服。 语言不仅是外交沟通的工具，还起

到意义框定和身份建构的作用。 除了语言之

外，行为主体从事关系互动的手段还有非言语

实践，主要表现为行动。 在社会意义体系内，行

动也是一种意义陈述，能起到框定意义和建构

自我与他者相对身份的作用。 在外交实践中，

行为客体注重的是主体的话语和行为是否实现

匹配。⑥ 因此，当行为主体言行一致时，越能在

自我针对他者的叙述中实现内部统一，更能实

现对客体的有效说服，来自客体的正面反馈能

推动自我身份朝集体身份的调整走向趋同；反

之，如果主体的话语和行为经常出现不一致，会

引发客体的不信任措施，其负面政策回应则不

利于推动自我身份向集体身份的调整。

在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本文

认为关系的发展塑造和身份调整都是在动态发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季玲：“论‘关系转向’的本体论自觉”，《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第 ９０页。

Ａｌｉｓｈｅｒ Ｆａｉｚｕｌｌａｅｖ，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３， ２０１４， ｐ． ２８８．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ｐｐ． １－２．

Ｘａｖｉｅｒ Ｇｕｉｌｌａｕｎｍｅ， “Ｕｎｖｅ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ｉｔｙ”，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３， ２００７， ｐ． ７４８．

秦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

地区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第 ７－１５页。

Ｘｉｎｇ Ｌｕ， “Ｆｒｏｍ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Ｈｏｗ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２０１１， ｐ．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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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关系互动中实现的，也及时影响到国家的

外交决策。 这一过程的实现则离不开特定外交

情境下关系行为体及其互动。 外交情境、行为

主体和客体是构成关系互动的理论框架的三个

维度。 图 １描述了关系主义视角下外交行为体

关系互动和外交决策中身份调整的动力。 值得

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的，且在互动

的关系过程中发挥作用。

图 １� 理论框架：关系互动与外交决策中身份调整的动力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关系互动、

身份调整与美国对华外交决策

� � 中美关系正常化演变的历史表明，关系互

动是其典型特征，而此过程中的身份认同是中

美和解的关键。 自从尼克松 １９７２ 年访华以来，

中国一直期待很快就能和美国建交。① 所以，自

中美关系缓和以来，两国建交的主动权在很大

程度上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即要实现中美关系

正常化，美国必须认同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

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并将其与自我

身份诉求关联起来，推动自我身份朝着中国所

预期的共同建交目标调整。 中美关系互动构成

影响美国对华建交决策的因素和因果机制，能

解释其中曲折反复的进程。 本文将分析聚焦于

美国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对华外交决策，以及关

系互动推动其自我身份朝着共同建交目标这一

集体身份调整的动力差异。 其中，外交情境为

美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之间是否一致

的情况；外交行为主体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

决策领导者，其施动性表现为其言语和行为实

践能否实现一致；而外交行为客体则为中国主

要外交决策者，其施动性表现为对美国对华政

策的反馈。 在具体的国内外形势下，美国的政

策言行与中国的政策回应之间的互动过程影响

到中美关系进程，影响到美国对中国主权身份

和建交三原则的认识，身份调整的状态，以及美

国对华关系正常化外交决策的结果。 在中美建

交的历史进程中，两国关系互动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模式和结果。 据此，并

结合近年来最新解密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ＦＲＵＳ），下文将具体分析自 １９７２ 年中美关系

缓和之后，美国对华建交决策在尼克松后期，福

特时期，卡特早期和后来的演变，以及双边关系

互动推动美国自我身份向中国所期待的建交目

标调整的动态进程。

３．１� 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中美关系互动的开启与美

国身份调整的开始

� � 为改善中美关系并使之朝着正常化的方向

迈进，了解和认识彼此的利益和诉求必不可少，

这需要两国在外交层面开启和建立关系互动机

制，而这一互动进程随着尼克松 １９７２ 年成功访

华而开启。 尼克松访华后不久，中美两国不再

彼此敌视，双边关系开始缓和，也正式开启了中

美两国为实现建交而开展的关系互动。② 此时，

美国所处的外交情境有利于美国加强中美关系

３３

①

②

［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三联书店，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３０７页。

目前，学界关于中美建交的起始年限有两种划分。 第一

种是 １９６９年到 １９７９年，即包括 １９６９年到 １９７２年的解冻和之后的

外交，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有罗伯特·罗斯 （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Ｒｏｓ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Ｒｏｓ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

ｎａ， １９６９－１９８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和

宫力（宫力著：《跨越鸿沟：１９６９—１９７９ 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 第二种是以 １９７２ 年尼克松访华为起

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罗斯玛丽·富特 （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Ｆｏｏｔ ）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Ｆｏｏｔ， “Ｐｒｉｚｅｓ Ｗ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Ｌｏｓｔ： Ｔｈｅ Ｕ．Ｓ． Ｎｏｒｍ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７２－ １９７９”， 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Ｃ． Ｋｉｒｂｙ，

Ｇｏｎｇ Ｌｉ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ｓｓ， ｅｄ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ｐ． ９０－１１５）。 本文持第二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正

常化进程起始于 １９７２ 年中美关系解冻（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终止于

１９７９年的正式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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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来不断改善美国对中国有关中美建交条

件的认识。 面对中国期待中美早日建交的积极

信号，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言语和行为出现很

大的一致性，推动了美国自我身份朝着共同的

建交目标的调整。

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

国内政治为美国政府选择对华开放的外交、启

动和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提供了较为一致和有

利的外交情境。 ６０ 年代晚期，美国深陷越战泥

潭，被印度支那事务所累，而苏联却打着缓和的

旗号，背后不断地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 同时，

中国自身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也迫使美国重

新评估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国会内部也

开始出现缓和中美关系的声音。 为尽早结束越

战困境，应对苏联的全球攻势，尼克松政府此时

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方面可以联合中国制

衡苏联，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权

威，为其连任竞选加分。① 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

境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为美国推动自我身份走

向共同的建交目标提供了有利的外交情境。

此时，中国合理灵活的政策反馈也提升了美

国对中国有关两国建交条件的正向认同。 面对

新机遇，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在回应美国对华决

策时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处理，积极推动双边关

系朝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后，中国定期与美国在巴黎举行大使级会晤，周

到热情地接待基辛格几次访华。 中国也越来越

多地接待美国政界人士，这有助于扭转他们先

前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此外，中国也大力推进

中美民间外交，为双边关系正常化搭建民意基

础。② 可以说，中国积极的政策反馈为推动美国

改变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从而为加快美国自我

身份走向共同建交目标提供了正向的推动力。

面对中国发出的积极的政策信号，尼克松

政府在言语和行动上积极主动推进中美关系发

展。 在言语层面，为抵消中国对美国是否守信

的猜忌，尼克松不断向中国领导人表达其个人

推进和实现中美建交的决心。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 ３

日，在让基辛格转交周恩来的信中，尼克松再次

强调美国“将在第二任期内向着中美关系正常

化的目标大力迈进。”③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尼克

松分别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表示自己会“尽

力”在第二任期内为实现此目标而努力。④ 同

时，为践行话语承诺，美国政府也在行为层面努

力改善两国的联络沟通渠道，集中表现在推动

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建设联络处。 美国也积极

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比如，美国废

除了长达 ２２年的访华限制，放松对华的出口管

控。⑤ 可看出，在尼克松早期中美关系互动中，

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言语和行为实践具有很大

程度的一致性，进一步改变和推升了自我对于

中国有关建交条件的认识，其自我身份不断走

向中方所预期的建交目标。

３．２� 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年：中美关系互动的反复与美

国身份偏离建交目标

� � 到 １９７３年底，中美关系互动在 １９７３年初的

积极发展势头开始发生变化，并一直持续到尼

克松总统下台，两国关系互动出现倒退。 在福

特时期，中美建交没出现根本性进展，只是维持

了表面上的相对友好，甚至出现“紧张”局面。

到了卡特早期，正常化议题直接被卡特和万斯放

在次要位置，双边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 而

这一切都与中美在正常化进程中关系互动本身

有关，主要表现在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中方

领导人的政策反馈以及美国的外交言行无法提

升美国认同中国主权身份和建交三原则，也无法

推动其自我身份朝着共同建交目标而调整。

（１）尼克松后期中美关系互动变冷

到 １９７３年底，中美关系互动与此前相比明

显变缓，美国缺少推动自我身份朝关系正常化

的集体身份调整的动力。 在对华外交决策上，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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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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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力著：《跨越鸿沟：１９６９—１９７９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５、１８７页。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Ｖｏｌ． ＸＶＩＩＩ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０７， Ｄｏｃ． １， ｐ． ８．

同③， ２００７， Ｄｏｃ． ２２， ｐ．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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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所处的外交情境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

虽然此时苏强美弱的局面依旧为中美合作提供

有利的战略契机，但“水门事件”阻碍了尼克松

对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努力。 同时，中方的反

馈与美方所期待的也呈现出不一致。 自尼克松

成功访华后，中方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准备推

进关系正常化”。① 面对之后美国国内政局的发

展，中方自然是深感失望，但依旧抱着一种冷静

的态度从长远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发展。 身处

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面对中方克制、稍带不满的

回应，尼克松对华外交的实践也开始出现言行

的不一致。

基辛格和尼克松继续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

的态度出现模糊，立场也开始动摇。 在第六次

访华时，虽然基辛格口头上重复着尼克松政府

将致力于在 １９７６ 年年中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的愿望，但同时在言辞中也不断表示，由于美国

确实“存在困难”，不能因此很快与中国建交，而

是希望寻找“某种”方式与中国建交。② 在从台

湾地区撤军方面，美国也出现了言行的不一致。

第五次访华时，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向中方提

供一份详细的撤军计划。③ 然而，在第六次访华

时，基辛格指出，由于技术原因，第二个幻影飞

行中队的撤离要推迟到 １９７５ 年 ５ 月。④ 此外，

从 １９７３年到 １９７４年，虽然尼克松口头坚持承诺

要实现中美建交，但同时却不愿意断绝与台湾

地区尚存的外交和军事关系。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发回给国务院的报告中，驻华联络处主任

布鲁斯指出，由于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对华政

策的倒退，双边关系已经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冷

淡”。⑤ 这表明，身处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面对中

方谨慎克制的预期和政策反馈，美国在对华外交

上并没有开展言行一致的实践，也无法从根本上

认同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

建交三原则，反而造成了双边关系逐渐变冷。

（２）福特时期中美关系互动的维系

福特时期，中美关系互动在正常化进程中处

于调整和协商的阶段，无法为美国自我身份趋向

共同建交目标提供有效的动力。 在外交情境方

面，福特政府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存在不

一致。 福特时期，苏联军事实力日益赶超美国，

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日益严峻。 因此，对福特而

言，推动其前任尼克松开启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是

制衡苏联全球扩张的有效战略抉择。 但是，美国

国内政治发展却阻碍了福特的外交行动空间。⑥

在福特执政期间，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对华

政策的回应先是经历了先期段的期待，后来逐

渐变得现实和淡然的过程。 鉴于中国在福特执

政时期依旧视苏联为头号劲敌，中国政府对新

上任的福特总统的希望是，他能改变尼克松后

期对华政策的倦怠，尽快按照“日本模式”来推

进对华关系正常化。 与此同时，中国所处周边

安全环境较为有利，对外关系也出现可喜的局

面，更是拒绝在建交的根本性原则上作出重大

的让步。 由于福特政府一直不切断与台湾地区

的外交关系，这让中国政府逐渐怀疑美国推进

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诚意，也在不同的场合给出

相应的批评。 面对中国方面的不满，如何在抚

慰中国领导人情绪进而维系中美关系的同时，

不给苏联留下美国战略守势的印象，成为福特

和基辛格时期对华外交的主要目标，这也影响

到福特对华的言语和行动实践。

在言语层面，福特和基辛格均使用话语积极

建构两国在关系正常化议题上的友好合作，突显

美国的外交努力，向中国领导人传递美国推动双

边关系发展的诚意。⑦ 然而，美国在对华外交上

的行动与言辞出现了很多的不一致，这不仅表

明美国无法认同中国之于台湾地区的主权身份

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也令中国领导人正式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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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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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②， ２００７， Ｄｏｃ．１８， ｐ． ２２０．

同②， ２００７， Ｄｏｃ． ７５， ｐｐ． ４７０－４７１．

同②， ２００７， Ｄｏｃ． ８０， ｐｐ． ５００－５０２．

Ｊａｗ－ｌｉｎｇ Ｊｏａｎｎｅ 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９８６， Ｎｏ． ４， １９８６， ｐ．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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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美国推进对华外交的真实意图。 首先，尽管

美国屡次口头表示要通过加强中美合作来对抗

苏联，但其对苏的整体政策依旧趋向缓和，甚至

为此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 其次，虽然美国承

诺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会依照《上海公报》的原

则，但却始终保持与台湾地区来往，更是在公开

场合重申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台湾地区的安全。①

最后，在福特执政后期，美国在处理双边文化和

人员交流上的言语和行动也出现了许多的不一

致，无法为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提供动力。

然而，美国无法忽视中国在全球战略均衡

中的作用。 在其执政后期，为了打造联华制苏

的印象，福特在基辛格的策划下开展了一系列

象征性的对华外交实践，来构建中美关系改善

的表象，如福特访华，继续从台湾地区撤军，实

施单方面的对华军事政策等。② 但是，在中国领

导人看来，这些外交行动最多只是暂时性的步

骤，旨在拖延解决台湾问题。 不可否认，通过这

些象征性的外交实践，美国政府成功地维持了

中美关系良好互动的表象。 但在基辛格看来，

中美关系在现实上开始出现其首次访华以来前

所未有的“紧张”。③

（３）卡特早期中美关系互动的倒退

到卡特执政初期，美国自我身份在走向两

国共同建交目标的过程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

倒退，身份调整走向偏离。 此时，卡特所处的

国内外环境出现了不一致，无法为卡特开展对

华外交提供有利的外交情境。 在整个 ７０ 年

代，苏联加紧与美国在全球的霸权争夺，对美

国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这本有利于美国

推进对华关系来抗衡苏联，然而美国国内政治

却不利于卡特政府实施言行一致的对华外交

实践。 一方面，在对华关系上，卡特政府初期

一直没有形成完整的对华政策，白宫官员在对

华态度上出现明显的分化。 另一方面，考虑到

国会正在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卡特不想因为

推动中美建交而影响到一些亲台议员对此条

约的投票立场。④

与此同时，中方对卡特政府的政策回应也

经历从最初的期盼到后期日益强硬的变化，也

无法反向给美国提供正面的政策反馈，来提升

自我对中国核心利益和诉求的认同。 中国希

望这位新上任的和无中期选举压力的总统能

意识到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能在处理台湾问

题上表现出远见卓识。 然而，卡特和万斯不在

乎中国的利益和反对，反而积极与苏联开展有

关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谈判。 此外，中国接受中

美建交的前提一直没有改变，即“日本模式”。

因此，面对卡特对对华议题的忽视，中国政府

的反应也日渐强硬。 比如，在回应万斯访华前

所发表的演讲中，外交部长黄华指出，中美两

国在未来的一到两年内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

可能性。⑤

身处不利的国内外形势，面对中国日益坚

定的态度和立场，卡特对华外交中的言语和行

为无法实现内部一致，这尤其表现在万斯访华

的试探性外交上。 为营造访华前的舆论氛围，

万斯 １９７７年 ６月 ２９ 日在亚洲协会的演讲向中

国政府保证，卡特政府不会偏离尼克松和福特

时期对《上海公报》根本原则的理解，并致力于

实现双边关系走向正常化。⑥ 然而，在万斯访华

前夕，卡特指示他与中方会谈时摊开美国的“最

大限度”立场，这意味着美国实现对华建交的前

提是，中国政府放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同意

美国政府官员在建交后继续留在台湾地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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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Ｓ． Ｒｏｓ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６９ － １９８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ｐ． ７１－９０．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７３－１９７６， Ｖｏｌ． ＸＶＩＩＩ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０７， Ｄｏｃ． １３２， ｐ． ８３８．

Ｚｂｉｇｎｉｅｗ Ｂｒｚｅｚｉｎｓｋｉ，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ｄｖｉｓｅｒ， 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１９８３， ｐ． ２０１．

转引自 Ｓｔｅｖｅｎ Ｉ． Ｌｅｖｉｎｅ，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ｒｔｅｒ’ ｓ

Ｙｅａｒ Ｏｎｅ”，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５， １９７８， ｐ． ４４０．

Ｂｒｅｃｋ Ｗａｌｋｅｒ，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ｌｌｉｅｓ—Ｃｙｒｕｓ 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４， ２００９， ｐ．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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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官方组织里代表美国的利益。① 在与中方

会谈中，万斯表示，“总统本人打算实现双边关

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能找到一种既有利于中国

人民独自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又能确保

美国继续与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层面的交

往。”②这表明，美国政府并不认同中国拥有对台

湾地区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反而

在外交言行上强化了这种反向认知。 邓小平对

此评价说，“日本模式”是中国可接受的唯一方

式，是否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地区乃属中国内政，

这不容美国干涉，此外美国政府人员通过非官

方组织驻留台湾地区是双边关系的“倒退”。③此

时，美国在协商对中国主权身份认同的过程中

偏离了中国所预期的建交目标，也因此无法因

着自我身份调整而推动双边关系从“不正常”走

向“正常化”。

３．３�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中美关系互动深化与美国

身份走向共同的建交目标

� � 到了卡特执政后期，中美关系互动一改之

前反复和曲折的状态，开始走向频繁和深化。

而美国也在此阶段两国深入的互动中快速提升

了自我对中国主权身份和建交三原则的认识，

从而推动自我身份快速走向共同的建交目标。

在对华外交决策上，卡特后期所处的国内外形

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中国此刻也给出了积

极的信号反馈，这均有利于卡特开展言行一致

的外交实践来推进自我身份趋向于中国所预期

的关系正常化。

从 １９７７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所处的国内外

形势出现了一致性。 自 １９７７年秋到 １９７８年底，

苏联在大打与西方缓和旗号的同时，加紧强化

军队实力，不仅给美国的北约盟友，还给美国本

土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④ 万斯访问莫斯科一

无所获，美苏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以失

败告知，均促使美国在战略层面考虑中国的重

要性，联合中国制衡苏联成为必要的战略决策。

在国内层面，此时卡特积累了一定的国内政治

资本，也有了更广的空间来实施其基于人道主

义的全球外交，这尤其体现在巴拿马运河条约

获批和戴维营协议达成等对外政策目标的成功

实现。⑤

在美国因着内政外交之需而考虑主动提

升对中国利益认同的同时，中国发出的积极信

号和政策反馈也从反向推动了美国加强与中

国关系互动，进而推动自我身份朝着共同的建

交目标不断迈进。 与此同时，中国北部边境继

续有来自苏联的威胁，而南部边境也面临越南

等不稳定因素。 此外，为了满足加快发展国内

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求，中国领导人希望推进

中美关系早日正常化，也因此在不同场合向美

国发出积极的外交信号，期待与美国在《上海

公报》的原则下为正式建交开展谈判。 １９７７

年 １１ 月，黄镇向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目

的是为了正式推动中美建交谈判。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柴泽民向布热津斯基传达了中国政府的想

法，建议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美越早完成

关系正常化越好。 中国的言行所释放的信号

表明，中方已经做好准备同美国开展正式的建

交谈判。

身处有利的外交情境和面对中国积极的

政策反馈，美国政府对华外交实践中的言语和

行为开始出现一致，这既有针对中国和苏联的

言语建构，也包括对华的正式建交谈判。 在言

语层面，为拉近中美之间的关系，卡特首先通

过直接的话语实践来建构个人对中国重视，表

达对《上海公报》原则的尊重，以及对实现中美

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卡特

向国会发表国情年度咨文，表示要“在《上海公

报》的框架内，继续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 Ｖｏｌ． ＸＩＩＩ （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２０１３， Ｄｏｃ． ４３， ｐ． １３５．

同①， ｐ． １７０．

同①， Ｄｏｃ． ５０， ｐ． ２０１．

Ｒａｙｏｍｏｎｄ Ｌ． Ｇａｒｔｈｏｆｆ， Ｄéｔｅｎ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ｖｉｅ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Ｎｉｘｏｎ ｔｏ Ｒｅａｇａ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ｐｐ． ８５６－８５７．

Ｘｉｎｇ Ｌｕ， “Ｆｒｏｍ ‘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ｔｏ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 Ａ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Ｈｏｗ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２０１１，

ｐ． 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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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关系正常化”。① 此外，鉴于“苏联”是这一

阶段中美两国共同的“他者”，卡特也通过此议

题来间接地对双边关系进行积极的话语建构。

卡特在不同的话语场合将“苏联”建构成“威

胁”，带有“恶意倾向”，间接暗示中美两国联

合制衡苏联，推动中美合作，早日实现两国

建交。②

为尽快兑现口头传递的积极信号，卡特也

大力开展实质性的对华外交，推进中美关系正

常化进程。 这集中体现在中美建交谈判上，主

要通过三条渠道加以开展。 第一条沟通渠道是

伍德科克在北京与中方代表的直接秘密谈判，

采用的是逐步试探的谈判策略。 目的是首先建

立一些成功的谈判记录，为后期艰难议题的谈

判奠定基础并营造氛围。③ 为此，双方根据重要

性将议题进行排序，先从不太敏感的经济、科学

和文化议题入手，再逐渐过渡到涉及台湾地区

在内的较为困难的议题。④ 从 ９ 月到 １２ 月，中

美建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伍德科克在 １０ 月

底亮出美国的底线，把最终能否实现建交的压

力推给中国。 鉴于当时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和

国内发展经济的需要，中国政府进一步考虑如

何评估卡特政府在结束与台湾地区防务关系时

所面临的国内困难，以及是否接受美方的立场，

而此时卡特政府在对华建交谈判中开设的第二

和第三条渠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条沟通渠道是在布热津斯基与柴泽民

之间建立起来的，采用的策略是通过保持与中

国就国际形势以及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双边关

系议题保持沟通，一方面表达美国与中国建立

长期战略关系的诚意，另一方面在关键时刻向

中国施加压力。 当中美建交谈判进入关键的

１９７８年秋季，中越关系进一步恶化。 而此时美

苏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却进展顺利。 布热津斯基

抓住中国的外患，不断向中方更新美苏缓和的

最新发展，迫使中国明白，如果在苏美关系改善

之前不抓住机会接受美国提出的建交条件，中

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将继续受挫。 此外，为在

最后时刻推动建交谈判进程，布热津斯基在伍

德科克与邓小平举行会谈的前一天会见柴泽

民。 他表示，为补偿中方接受美国有关中美建

交条件时遭受的战略损失，美国将在建交后邀

请华国锋或邓小平访问美国；同时布热津斯基

也以“朋友”的身份委婉地指出，鉴于美苏最新

一轮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即将完成，他希望中

美关系尽快正常化，这样邓小平能赶在勃列日

涅夫之前访问美国。⑤

第三条沟通渠道是在霍尔布鲁克与韩叙之

间开展的，主要沟通的是中美建交谈判中的美

国对台军售问题。 卡特意识到，对台军售将是

中美建交谈判中最艰辛和困难的问题。 为防止

其政府重蹈福特对台政策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

进展的覆辙，卡特在台湾议题上开辟了一条与

中国直接讨论的渠道。 美国一方面极力向中国

表明，其国内复杂的政治情况和历史遗产使美

国不能完全废除对台湾地区的安全承诺，期待

中国理解美国的难处；另一方面，美国将中国对

美继续对台军售的异议局限在此渠道，不至于

影响双方在北京的正式谈判。⑥

卡特政府有效利用了这三条谈判的渠道，

加强了与中方的关系互动，在细致耐心地表明

美方立场和尽量争取中方理解的同时，也在不

断提升自我对于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的主权身

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的认识。 １２ 月 ４ 日，中

国副外长韩念龙告诉伍德科克，虽然中国对美

国提出的建交条件表示异议，但赞同美国作出

的将 １９７９年 １月 １日作为两国正式建交日期的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ｉｍｍｙ Ｃａｒｔｅｒ，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 １９７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ｕｃｓｂ．ｅｄｕ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

访问时间：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１５日。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８３， Ｄｏｃ． １９３， ｐ． ４７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 “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Ｓｉｎ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６１， Ｎｏ． １， １９８２， ｐｐ． １８５－１８６．

Ｈａｒｒｙ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７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 ７９．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ｙｌｅｒ， Ａ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Ｓｉｘ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 １９９９， ｐ． ２６１．

Ｊａｍｅｓ Ｃ． Ｈ． Ｓｈｅｎ，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ｗ ｔｈｅ Ｕ．Ｓ．

Ｓｏｌｄ Ｏｕｔ Ｉｔｓ Ａｌｌ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Ａｃｒｏｐｏｌｉｓ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３， ｐ． 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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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 １２月 １３ 日，邓小平亲自就中美建交公报

草案同伍德科克举行谈判，并接受了卡特发出

的访美邀请。 在 １２月 １４日下午谈判中，虽然邓

小平坚决抗议美国继续对台湾地区军售的立

场，但为了顾全大局，同意伍德科克提出的搁置

分歧的作法，将美台军售问题留待以后时机成

熟后再解决。 至此，中美完成了最艰难的建交

谈判，两国领导人于华盛顿时间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日同时宣布中美建交的消息。 这内化了中美

正常化的关系，促使美国自我身份快速地从先

前偏离状态走向共同的建交目标，带动两国相

对身份关系实现了从 “不正常”到 “正常”的

转变。

案例分析表明，中美自关系缓和后并没有

很快建交是因为美国认同中国拥有对台湾地区

的主权身份和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经历了长达数

年的时间，也是两国在动态反复的关系互动中

协商彼此利益和身份认同之需。 关系互动是中

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典型特征，既提供了美国

在对华外交决策中自我身份朝着两国共同建交

目标调整的动力，也解释了中美关系在尼克松

后期、福特和卡特时期所经历的曲折反复。 自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成功访华实现中美关系缓和以

来，在中国对中美建交的迫切期待下，在中美双

边关系互动的进程中，美国自我身份开始向两

国共同建交的目标调整。 然而，自“水门事件”

之后，中美关系互动变冷，美国自我身份在朝共

同建交目标的调整过程中走向分离。 福特政府

仅是维系了中美关系互动和彼此的身份关系，

但两国关系在实际层面出现了倒退。 在卡特早

期，卡特和万斯忽视了中美合作的战略意义，中

美关系互动出现倒退，美国自我身份调整走向

偏离。 但到了后来，卡特终于意识到中美建交

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重要性，在布热津斯基

的推动下，开始加速推动中美关系互动，促使美

国自我身份趋向于两国共同的建交目标，最终

实现了中美正式建交。

四、结� 语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重实体、轻关系

的偏好导致外交学理论研究被边缘化，也无法

很好地捕捉和解释以关系互动为基本特征的

双边和多边外交实践。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

者开始关注存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重

要性，认为关系具有本体性，过程和关系在实

体功用发挥之先，是行为体和结构互动的中间

场所。 在借鉴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本

文以关系互动来重新建构外交决策的过程分

析，认为在外交实践中，关系互动塑造和建构

身份认同和调整，影响一国对外决策。 具体来

说，在特定外交情境下，主客体间关系互动决

定了相对身份调整及其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

响。 这一视角融合了结构性和个体性解释因

素，说明了自中美关系缓和以来正常化曲折反

复的动态进程，相关身份的协商和调整。 这在

加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与外交学跨学科研究

的同时，也响应了开展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实证

研究的呼吁。①

中美建交的历史进程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

响，而其中关系互动和身份认知的重要性对于

当今中美关系的发展依旧具有重要意义。 当

前，中美关系发展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而维护

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不仅对中美两国十分重

要，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国际秩序的

有序、均衡和稳定。 这更需要两国积极保持外

交层面的关系互动，使之成为双方深入战略沟

通，积累重要共识，探索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的有效方式。 此外，面

对两国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上的不

同，美国在新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发展的身份、彼

此的利益诉求以及两国合作共赢的空间和前

景，对于美国摆脱零和博弈思维，走出疑虑和矛

盾，在既有的重要共识基础上实现中美关系健

９３

① 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世

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 ２期，第 ３６页。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７卷

康稳定发展十分重要。 为此，中国需要在强化

与美国的关系互动同时，及时把握美国如何看

待和发展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并在此基础上

因利导势，讲述好中国关于世界经济、大国关

系、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理念，讲述好中国的

思维和行为方式，主动积极地塑造和改变美国

认知，避免误判，妥善处理分歧，使双边关系互

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正向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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